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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庸》所揭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與「聖人至誠」等一系列有關「誠」的命題，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範疇；然而，《中庸》對於「聖人」與「誠」之間的論述，多以命題規定的方式呈現而過於抽象。本文認為結合呂祖謙思想中的人性論及其對於《尚書》「聖人」具體事跡、形象的論述，有益於《中庸》「聖人」概念的闡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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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incerity” raised in Zhongyong i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However, the discourse of "saint" and "sincerity" in Zhongyong is revealed by the form of proposition which shows too abstract. This paper that is intended to combine human nature of science thought of Lu ZuQian with the specific deeds and the discussion of image of "saint"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concept of "saint" in Zhong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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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庸》所揭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與「聖人至誠」等一系列有關「誠」的命題，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範疇，得到歷代學者的注重並對其概念與相關命題諸多解析及衍申，在理學肇興與發達的宋代尤其如此。而本文之所以以「呂祖謙人性思想與《中庸》『聖人』概念的匯通」為題，首因呂祖謙為南宋初期的重要學者，對儒家「誠」的範疇多有觸及；然而，今人無論是從探討「誠」的角度切入、或者以呂祖謙為研究主軸的著作，尚未見到聚焦於呂祖謙闡發儒家「誠」觀念的相關專文。其次，《中庸》對於「聖人」與「誠」之間的論述，多以命題規定的方式呈現而過於抽象，但呂祖謙對於《尚書》中「聖人」的具體事跡、形象則有不少著墨，特別是還常引進「誠」字加以闡發，且其闡發又與本身思想中的人性論有內在的邏輯聯繫，倘若加以結合探討，筆者認為可以輔助《中庸》的聖人論述；而因《中庸》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的說法，這裏「至誠」指的皆為聖人，為行文方便，故筆者自擬「聖人至誠」一詞進行論述。此外，在研讀相關著作的過程中，發現雖然「誠」即天道，天道即「誠」，這在宋明時期已成為基本共識
，可在呂祖謙的著作中卻沒有「誠即天道」如此直接了當的說法，從而引發筆者興趣，究竟在呂祖謙的思想中「誠」與天道有無關係？其內在演繹的理路為何？也是本文連帶要探討的問題。
貳、呂祖謙簡介及其學術特質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華）人，祖籍東萊（今屬山東），世稱東萊先生。其文學術業涵蓋經、史、子、集，是南宋乾淳時期著名學者。潘富恩、徐余慶合著的《呂祖謙評傳》中，介紹呂祖謙是「南宋乾淳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
，又說：「乾淳年間，理學正式進入顛峰時期……湧現了眾多的成就卓著的理學大家，如朱熹、張栻、陸九淵等，無一不可堪稱理學一代宗師，即使本書傳主呂祖謙亦完全有資格列為理學之一派祖師。」
另外，也有稱其為文章家、教育家的
。因其學術成就，歷來被視為婺學代表人物，與朱熹、張栻並稱「東南三賢」，《宋元學案》列為「東萊學案」學宗。

　　歷來論者謂呂祖謙因其「不名一師、不私一說」、「中原文獻之傳」的家學淵源，以及「平心易氣」的性情人格、「恢宏調和」的學術氣度，成就了「博雜」的學術特質。
而其學術特質之具體內涵，可約為以下兩點說明：

　　一、呂祖謙以性命之學起家，似乎是以繼承理學正統為己任，而潘富恩、徐余慶在《呂祖謙評傳》中，也認為呂祖謙「完全有資格列為理學之一派祖師」，但呂祖謙同時跨足了「理學」與「心學」的領域，在思想與理論上，便不如朱熹、陸九淵純粹。

　　二、理學之外，呂祖謙亦好究史學，主張治經史以致用，並不偏執於心性命理之說；故此，呂祖謙治學主張循序漸進，強調躬行致用，因而其學術具有切己踏實而不流於高蹈空虛，重實事而不尚虛理的特色；換言之，即是重力行，輕言說。
　　呂祖謙這些學術特質也反映在「聖人至誠」觀的闡發上，本文亦將架構在其理學、史學思想的一些特點上進行論述。
參、呂祖謙的「理」說與「心」說
　　宋代是一個理學的時代，特別是在二程的思想體系中，「理」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先於宇宙萬物而存在的實體和本根，也是倫理綱常的根源。
呂祖謙繼承二程的理學思想，亦將「理」或「天理」視為最高的哲學範疇，曾說：「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名雖至於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
、「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
、「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
、「天下只有一個道理」
，這些話顯示，呂祖謙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由「理」產生出來，理無所不在，是天地萬物的總根源。而這種遍在的，為萬物根源的理，其存在是獨立且自足完善，不隨人的意志有所轉移、增損，因此呂祖謙又說：「至極之理，不可加一毫人偽……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
此外，呂祖謙說：「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
、「天理混然，生生不息」
，亦即理的存在方式並非靜止，而是不停轉動的；正是周流不息的運動使天理實現了自身的存在，實現了萬物的存在，從而亦體現理本身的永恒。
　　本節開頭提到「理」在二程的思想體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二程中的程顥更傾向於強調「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天人本無二」
，以及「天人一也」
、「只心便是天」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的說法，程顥在「天」、「人」、「我」、「心」這些概念之間劃上一連串的等號，從而肯定明確的提出「理與心一」
、「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題
，得出「天」即「理」即「心」的結論。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所謂體貼，亦即透過心的直覺，經由反省內求而知，完全是內在自足，不假外求的，這與孟子一路的思想都高度強調了心的作用；而在呂祖謙的思想中也承繼了如此濃厚的「心學」成份，曾說：「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痾癢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榮光德星，欃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
這段話意思是聖人集萬物之情理於一身，故而宇宙間的悲歡離合、吉凶哀樂，就像疾病痛癢在自己的身上，一碰觸就有感覺，一探求就可知曉。聖人有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身，氣志變化微妙如神，王天下之期即將到來，就有事物作為先導，無論是抬頭觀天，那些五色瑞氣、景星、彗星、流星等德星或妖星的更迭，天象的變異；或低頭看地，那些甘泉、祥瑞的玉石，川流沸騰、山木發聲，無不是我發之於心、見之於外的。
在這裏呂祖謙運用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觀點來闡發「心」說
，認為宇宙萬事萬物都存在聖人心中，從而強調「心之發見」的作用，故呂祖謙直接了當地說：「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
聖人之心即是天之心，因此不必離開此心再去追求什麼天之心，這樣，心就具有了主宰的地位。
呂祖謙又說：「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他求哉」
、「舉天下之物，我之所獨專而無待於外者，其心之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既已離於道矣」
，依呂祖謙的言論，心外有道即非心，道外有心即非道，顯然，心與道（理）是一體無間，不容分離為二的，二者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界限，而宇宙萬物也皆因心而存在，如此，「心」也即是宇宙的創造與推動者。呂祖謙這種論述與前述程顥「理與心一」、「心是理，理是心」的意涵並無二致。
綜合來看，前面所述呂祖謙認為「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天地萬物都是由這一個理產生出來，理的存在是獨立而自我完善，不隨人的意志有所轉移、增損，與後面說「無心外之天、無心外之道」，宇宙萬物皆因心之發見而存在，二者看來是歧異的，但因呂祖謙也說道：「人心皆有至理」
、「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侮也; 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
，學者認者這便巧妙地溝通了「理」說與「心」說在本體論上的分歧。

　　無論呂祖謙是否巧妙地溝通了「理」說與「心」說在本體論上的分歧，但以上論述說明了呂祖謙思想中的「理」與「心」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用以描述的語彙的內涵——創生、遍在、永恆不息等，與中庸對「誠」的論述則是高度契合。《中庸》提出「誠者，天之道」等諸多命題，使「誠」具有明顯的本體論色彩，如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指出「誠」——天道，是創生宇宙萬物、使之開始和結束的動力，是一種穩定不變的規律，其化生萬物有不可測知的奧妙；又說：「至誠無息」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意謂天道是生生行健不息，並且是自我具足、能夠自成的。總之，天道之「誠」是宇宙本體、根源及形上規律，是創生萬物並且生生不息的動力。

　　對照來看，呂祖謙的「理」、「心」與中庸的「誠」在本體論上是異名而同質。呂祖謙雖然談「理」、「天理」，說「心即天」、「心之於道」，但其著作中卻沒有直接將「誠」與「天道」掛勾的本體論上的言論，甚至就連《中庸》的「誠者，天之道」這樣的句子都沒有出現；饒是如此，但在其天人合一的人性論基礎上闡發聖人形象、概念時，卻連結了「誠」的概念。

肆、呂祖謙天人合一的人性論
　　《中庸》首章說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說明上天賦予人的本質就叫「性」，依順本性而形成的各種規範為「道」，修明各種規範的措施便是「教」。提出「天命」、「性」的概念後，於廿章再將「誠」分別導進「天道」與「人道」的範疇中：「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意謂「誠」是天理的本然，而做到誠，則是人道的當然。聖人是自然而然做到誠、合乎中道的，一般人則要努力去做，要擇善而固執才能達到誠。於廿一章再將「誠」推回首章「天命之性」的脈絡裏，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意謂由至誠而自然明白善，這是天賦的本性（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明白善而達於誠，這是人為的教化（即修道之謂教）。廿二章進一步又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意謂只有至誠的聖人，才可以完全發揮上天賦予的本性，達到贊助天地、化育萬物之全功。

　　透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誠」統合了天人、物我，原本是天理的本然（天道），到了人身上便成為「天命之性」的呈現，簡單的說，即天道是誠，人性是天道的呈現，人性也是誠；然而，作為「天之道」的誠和作為「人之道」的誠在呂祖謙的思想中是如何統合的呢？
　　這個問題回溯前一節「理」說與「心」說可以得到初步的答案。
　　前面呂祖謙說：「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名雖至於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於它處又說：「民與物，理一而分殊。」
意思很明確：理無所不在，是天地萬物的總根源，人與物都是理創生出來。呂祖謙甚至直接說「天人本無二理」
，故而當他又說：「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
，顯而易見的，在呂祖謙的思想裏，天之性之所以能演繹成人之性，其立論的基準點便是「天人一體，萬物一源」，所以中正仁義的天之性，自然也是吾人之性了。這是從「理」上說的。
　　從「心」上來說就更直接簡單了，前面呂祖謙說「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心即天也」，便明白點出人心即是天心；又因呂祖謙認為「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
，所以人性就是人心，也是天心了。
　　因此，無論是就呂祖謙的「理」說或「心」說來演繹，殊途同歸的都會得出人性是天道呈現的結論。然而，呂祖謙的人性論又是如何與「誠」的概念匯通？前面的問題——就呂祖謙而言，「誠」與「天道」的關係為何？以及《中庸》作為「天之道」的誠和作為「人之道」的誠如何統合，在呂祖謙的思想中又是如何演繹？這其實是個一體兩面的問題；回答此問題的重要樞鈕，便是呂祖謙對「聖人至誠」觀的闡發。
伍、呂祖謙對「聖人至誠」觀的闡發
　　關於「聖人」，呂祖謙說道：「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
、「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
，這與天無間一體的聖人，是否即為《中庸》裏「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自誠明」、是「天下至誠」，能夠贊助天地化育萬物、經綸天下之大經的聖人呢？以下分從兩方面論證：
　　一、前面介紹呂祖謙時，說其好究史學，此處便要融入呂祖謙所提倡「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治史精神，觀其如何以此精神闡釋聖人形象與概念。
　　呂祖謙有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
意謂借由研讀、探究典籍記載的古聖先賢言行，可以培養自己的德行。呂祖謙還將儒家經典看作歷史資料，曾說：「觀史先自《書》始。」
而既然《中庸》幾番提到「聖人」的概念卻多是過於理論抽象，且堯、舜、禹等人又是儒家典籍、思想中公認的聖人，呂祖謙闡揚《尚書》中這些聖人的具體事跡，正可以補強《中庸》裏「聖人」的概念。
　　關於堯，《尚書》說堯是「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意謂堯恭敬節儉，又能讓賢，其光煇普照四方，思慮及於天下。對此呂祖謙說：「堯之恭遜出于誠實自然，而非外貎飾情之謂。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遡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
意謂堯的恭敬謙和是出自誠實自然的天性，並非刻意造作表露在外，且人人都可以受到堯的教化感動，這是堯與天地同體無間的緣故。
　　呂祖謙又借堯不傳位給自己兒子而意欲傳於四岳（諸侯之長），四岳卻推讓之事，讚揚堯、舜時期，君臣以誠心相待，從中更可見出堯謀及天下，為天下舉賢的大公誠心；呂祖謙說：「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即遜四岳。四岳既辭，即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答，無疑嫌，無留難也。……見堯為天下得人之意。」
 
　　呂祖謙兼論堯、舜的，還有：「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徳，不為珍異所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這段議論是《尚書》記載武王伐紂之後，西方旅國進貢獒犬，召公以為不可接受，而勸武王慎德、勤政保民之事。召公認為四方進獻物產，不過是衣食器用之物，聖王將其賜予異姓國家，使之不荒廢職事；賜予同姓國家則以示親愛之情。其中有「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一句
，意思是「人們並不輕視那些物品，只以德意看待」。呂祖謙對此解釋說，賞賜貢物的意義並不在物品本身；同樣的物品由桀、紂賜予，人們只會看到物而已；由堯、舜賞賜，那麼人們體會到的是聖人至誠的德性。
　　關於舜、禹，《尚書》中記載舜請禹擔任百官之首（居百揆）以輔佐政事，但禹謙遜推辭。呂祖謙對此發表評論說：「帝灼知稷、契、皐陶可以宅揆，禹之遜也出於誠實，既深領禹之言矣，而『往哉』之命終不可易，以是知舜、禹君臣之間，誠實相遇，禹不虚辭，舜不虚受，唐虞之象可知。觀舜之命禹，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夫殺其父而用其子，……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而不歉，不加一毫人偽，純於天也。」
意謂舜知道禹的謙遜推辭是出於誠意，雖然了解稷、契、皐陶等人才德也都適任，並且舜也曾處死禹的父親，但最終還是請禹擔任百官之首的職務；舜的授位，禹的謙讓都不是虛情假意，而是出於天性的誠實。
　　此外對於舜和禹、益謀議國事的言論，呂祖謙亦借此說明天理須時時省察不忘，雖是聖賢之間也彼此激勵、相互警惕，從中見出聖君之道廣大恢弘的氣象，而君心則是誠敬不息；呂祖謙說：「天理何常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克艱』之道，得益之言而愈大；益『克艱』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呂祖謙還說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
，稱頌舜內心誠性純粹，說出來的話也是至誠的。
　　關於商湯的賢相伊尹，呂祖謙說：「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引咎歸己，以為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間，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也。」
意謂伊尹的心至誠廣大，以若不能使君王做到如堯舜般的境界感到慚愧羞恥，於是竭盡心力輔佐商湯治理天下，並使商湯成為與天合德無間的聖君。呂祖謙直接引《中庸》的話，稱讚伊尹是至誠而能「贊天地之化育」的典型。
　　關於武王，於牧野之戰前誓師時，武王開口便先道：「逖矣，西土之人！」
意即「遠勞了，西方的人們！」有撫慰之意。呂祖謙對此的評論是：「觀此言至誠惻怛，不敢自安，士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霜露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蕭，軍人多寒，王廵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飬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尚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怛，飬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意思是武王的話出於至誠真心，充滿了同情憐惜，士卒們聽了必然深受感動而忘記勞苦、效命沙場。呂祖謙又舉楚莊王作對照，說其巡視撫慰受寒的士卒，雖然並無實質的犒賞，但士卒內心便都有如同穿上棉衣般的溫暖感受；楚莊王並非擁有誠心修養的賢君，一時的慰勞便能發揮作用，更何況是周武王那樣天性至誠、素有修養的聖君呢。此外，呂祖謙還說過湯、武是聖人，是「順天理之自然而已」的話
。
　　以上列舉的文字，除了「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與天無間」表明「天人一體，萬物一源」的論點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聖人具有「誠實自然」、「不加一毫人偽，純於天也」、「誠敬不已」、「至誠惻但」、「純誠之實積於中」等特質的說法。在這裏「誠」被呂祖謙引進詮釋的思維中，而這與《中庸》所述聖人從容中道、順天性自然至誠是同一意涵。
　　二、除了援引典籍所載聖人事跡加以闡揚外，呂祖謙也作理論上的詮釋：「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故曰『萬物父母』也。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為人，得之偏者為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聦明者。亶者，誠實也。非靈之外别有所謂聦明，不過精粹清徹，不失此靈耳，故為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也。」
又說：「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為一體」
、「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所謂自誠而明者也」
，結合這些話來看，仍是反覆申明「天人一體，萬物一源」，意即人與萬物是天地創生，人因得天性之全而靈明，而元后（亦即大君、聖君），又是人之中最為誠實聰明的，能夠保持靈明的赤子天性不喪失，是自誠而明、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的聖人。
　　總結以上論述來看，第二點裏呂祖謙明確援引《中庸》「自誠明」、「贊天地之化育」的話來說明聖人，加上第一點對堯、舜、禹、湯、武王等聖人事蹟的闡釋，可知呂祖謙思想中的聖人與《中庸》聖人的概念是一致的。呂祖謙透過對《尚書》的詮釋給了《中庸》聖人具體的形象，其闡述也使本文得知聖人為天所創生而與天一體無間，聖人至誠，其至誠稟賦於天，則天道自然是誠的根源。換句話說，在呂祖謙的思想裏，人性即是天道的呈現，而人性是「誠」，當然天道也是「誠」了。
陸、結語

　　本文從呂祖謙「理」說與「心」說的本體論思想，論及其天人合一的人性論，再結合有關聖人至誠形象與概念的闡發後，肯定呂祖謙闡發的聖人與《中庸》聖人的概念一致，從而再以聖人至誠的天性反推出呂祖謙思想中的「誠」，同時是具有《中庸》本體論——「天道」——的意涵。於此，再提出三點補充說明作為結語：

　　其一、如本文前言引學者所述，「誠」即天道，天道即「誠」，這在宋明時期是基本共識。亦即，「宋明理學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將『誠』的地位抬高，使之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再將人性視為是對宇宙本體的稟賦，從而在宇宙本體和人性之間劃上了等號，於是，稟賦於天的人性必然也將天道之誠稟賦於自身。」
也就是說先將「誠」視為地位最高的哲學範疇——宇宙本體，再將人性納入這個範疇之中；準此，呂祖謙既承二程遺緒，亦完全有資格列為理學之一派祖師，自不會標新立異，自外於此一基本共識。筆者反推呂祖謙「誠」與天道的關係，純粹是因為見其著作中沒有明確「誠者，天之道」的說法，故而在本文論述其人性思想與「聖人至誠」觀的匯通的主軸中同時加以論證肯定。
　　其二、《尚書》述及堯、舜、禹等聖人時，實際上並未出現一個誠字；所以呂祖謙在詮釋時加進「誠」的概念，並非簡單的對《尚書》文句的翻譯，純粹是其自身的體會與演繹，並結合「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治史精神，使聖人的概念，得以從《中庸》抽象的理論論述，變成具體可感、有言行事跡可循的形象，發揮「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的作用，著實有輔助、發揚《中庸》聖學之功。

　　其三、因本文論述聚焦於呂祖謙人性思想與「聖人至誠」觀匯通的主軸上，所述聖人之性自是天道至誠全然的呈現，即《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自誠明」之意。然而並非人人皆是聖人，呂祖謙說「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聦明者」，便隱含有聖人與一般人的區別，一般人的人性雖也稟受於天，是中正仁義之體，但因「氣質有偏」
，以致會做出違逆天道之事，不能與聖人一般與天合一無間；而《中庸》提出「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等命題，也揭示了一般人要達到「誠」的境界，有一連串道德修養的方法與實踐、屬於工夫論的過程。呂祖謙治學主張循序漸進，強調躬行致用，因而其學術具有切己踏實的特質，則與《中庸》「誠」的工夫論完全契合，亦是其教導學子極為注重的部份。有關於此，筆者將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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